
中美关系中的误认问题

杜文娟 编写

美刊《奥比斯》( Orbis) 2009 年春季号刊

载了俄克拉荷马大学中美问题研究所主任彼

得·海斯·格里斯 ( Peter Hays Gries) 题为

《中美关系中的误认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

在关于西藏事件和 2008 年春天奥运火炬传递的

争议之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

了。由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是物质

性权力的平衡，因此它无助于对这些事件的理

解。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全面解释了误认在中

美关系产生不信任、不安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中美关系来说，2008 年春天并不是一个

愉快的时刻。但是，两国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军

事冲突或重大经济争端。然而，中国与整个西

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已经恶

化了。2008 年夏，北京顺利地举办了奥运会，

但是，2008 年秋天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伴随

而来的是中美之间的相互指责，这表明两国之

间仍然存在对彼此的不信任。为什么?

2008 年，一系列的误认和误解已经严重损

害了中美之间的互信，不信任与怀疑已经对中

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具体来说，两国

不同的认同和意识形态是产生诸多误认的根

源。深刻的不信任增加了安全困境的可能性，

日益加深的威胁感转变成更强硬的外交政策，

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螺旋式地把双边关系引向

冲突。

在奥运会上的误认

事情最初是从世界屋脊开始的。2008 年 3
月 10 日，数百名佛教僧侣开始在拉萨和西藏的

其他城市举行一系列的游行。以后几周中，西

藏既有僧侣的游行，也有国家的镇压。出于对

这些僧侣的同情，西方媒体严厉谴责中国的镇

压活动。由于不能亲身前往西藏，CNN 和其他

西方的电视媒体在报道西藏事件时，使用了从

别处得到的资料片。许多中国人对此进行抗

议，抗议西方媒体故意歪曲西藏的情况。中国

的一群民族主义者用中英文成立了网站“anti-
CNN. com”，揭露西方媒体的谎言和歪曲。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情况更加恶化。奥

运火炬传递活动于 3 月底从希腊开始，4 月在

全世界传递，最后到达中国。火炬传递成了重

大抗议和反抗议的场所。4 月 6 日和 7 日，分

别在伦敦和巴黎，抗议者在试图熄灭奥运圣火

时遭到了殴打。4 月 9 日，在旧金山，为了避

开抗议者，组织方被迫更改了已经计划好的传

递路线。西方人对中国安保小分队的强硬战术

感到吃惊，而传递国不能保护火炬手，也让中

国人感到惊异。许多中国人对法国特别不满

意，并在全国各地的家乐福超市外举行游行。
4 月底，奥运火炬在亚洲传递时，这种情况也

没有得到好转。在堪培拉，有 2 万多名华侨到

场，这吓坏了澳大利亚媒体; 在长野和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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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同大量藏独分子、当地示威者之间的打

斗，也让日本与韩国拉响了警铃。
这些事件的后果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

此的看法都大打折扣。2008 年 7 月，芝加哥全

球事务理事会的调查表明，67%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活动，比 2006 年的

调查结果增加了 9 个百分点。40%的受访者认

为，中国是美国重大利益的“主要威胁”。
中美的民族认同大相径庭，这是产生这次

相互误解悲剧的根源。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百年耻辱”的叙事让他们通过受害者的棱镜

来认识西方的所有行为，使他们认为美国的所

有政策都是为了阻挠中国的崛起和羞辱中国而

制定的。同时，对失去自由的害怕也让许多美

国人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野

蛮力量叙事: 践踏个人权利的“东方暴君”或

“红色共产党人”。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和民族

认同填补了知识的空白。在对彼此缺乏实质性

认识的情况下，中国人和美国人最终都是坐井

观天，在构筑对方的负面形象的同时，支持自

己所珍视的自我形象。

不再是受害者?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

在于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他们认为，尽管中国

人了解美国，但是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这无疑是正确

的; 不过，说中国人非常了解美国，那就有问

题了。就美国流行文化、政治、经济的全球影

响力而言，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人

对中国的了解，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了解

并不等于理解。实际上，中国人对美国政治文

化的了解还不够，美国完全是一块中国人能够

按照自己的定义来构建“他者”的“白板”。
大多数国家是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的，现

代中国也不例外。从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

始，一直到日本占领满洲和后来参加“二战”，
中国曾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饱受痛

苦，这种战火纷飞的历史对当今中国人的民族

认同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历史不

会不说自明，这种影响只是间接的。中国的历史

以及中国人的经历，对他们今天了解世界、认识

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起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因此，旁观者听听那些故事，可能是明智

之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和

民族主义的框架讲述了自己的过去: 中国共产

党领导工农阶级打败了国民党、城市资产阶级

和农村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爱国教育运动”。
到 90 年代末，一种新的“受害者”叙事取代

了毛主义的“胜利者叙事”。“百年耻辱”成为

中国近现代史的新主导叙事，按照中国的正义

性建构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等 “他者”。透过

“百年耻辱”的棱镜来看世界，就很容易明白，

中国的许多民族主义者是如何把 2008 年春天西

方的抗议解释为中国成为外部受害者的又一个

例证。简而言之，当今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民

族主义，它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人对美国的行

为和目的的认知。

自由主义者的恐惧

美国的民族认同是许多美国人对当今中国

产生诸多误解的根源。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缺乏

了解，美国关于中国的话语让我们了解的与其

说是中国，不如说是美国关于成为“美国人”
的意义的长期争论。

在《建国兄弟》( Founding Brothers) 一书

中，约瑟夫·艾利斯 ( Joseph J． Ellis) 认为，

在美国民族认同的核心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

紧张。他认为，美国有两个“建国时刻”。第

一个是《独立宣言》，即杰斐逊派共和党人首

先接受的“1776 年精神”。美国自由主义的这

一流派首先拥护的是个人自由，憎恨乔治国王

的专制统治，直到今天仍然对集中的强制性的

国家权力怀有本能的恐惧。第二个“建国时

刻”是 1787— 1788 年宪法的制定。汉密尔顿

派的联邦党人首先庆祝这部宪法的诞生，因为

它把美国从一个软弱的邦联国家转变成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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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但后来为强大美国的支持者接受。美

国“两个建国时刻”之间的紧张使美国人不断

就州权与联邦主权、自由、平等、国家权力的

恰当地位等问题进行辩论。艾利斯令人信服地

论证说，这场辩论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

说建构了我们的民族认同”。
美国对中国的误解和后来中美政策的制定

恰恰植根于这场关于美国民族认同的辩论中。
今天，“1776 年精神”仍然主宰着美国人对中

国的看法。美国自由主义的杰斐逊式共和主义

流派本质上坚决地维护个人自由，反对威权主

义的国家。在美国的民族叙事当中，美利坚合

众国打败了乔治国王的专制统治和英国，赢得

了独立和自由。但是，我们对强势国家对个人

的奴役的恐惧今天依然存在，变成了害怕共产

主义。谴责“中国威胁”和共产主义恶魔成为

一种定义热爱自由的21 世纪美国人的方式。因

此，难怪美国的政治家经常利用中国来在美国

选民面前树立自己的爱国形象。在不远的未

来，中国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是“共产主义”国

家。因此，许多美国人在内心深处也可能继续

害怕“中国的崛起”。
那些处在美国政治光谱的两端、鼓吹对中

国采取强硬政策的人都怀有这种“1776 年精

神”。在左派中，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
克林顿的竞选言论坚持这种保护个人自由和反

对威权国家的叙事。众议院议长和人权倡导者

南希·佩洛西也指责中国缺乏政治自由。右翼的

宗教保守人士也加入其中，不仅悲叹“无神论

的共产主义”，而且也对中国宗教自由和其他政

治自由的缺乏感到痛惜。这种两派共有的“1776
年精神”导致 2008 年春天美国人抗议中国对西

藏的政策和奥运火炬转递。中国人对美国最根本

的误认之一是，他们把美国“1776 年精神”视

为“反华的”。美国人对中国知之不多，关心甚

少，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
一些美国人首先关注的并不是“中国专

制”对美国自由构成的“象征性威胁”，而是
“中国崛起”对美利坚民族构成的“实质性威

胁”。他们身上也延续着联邦主义者对美国民

族性的称颂。“中国崛起”观念似乎带来了对

美国在 21 世纪的命运的担心。在某些方面，

“9·11”事件和“中国崛起”相当于 1786—
1787 年的谢司叛乱，因为它们都让联邦主义者

害怕国家分裂。正是这种担心使人们愿意为了

国家的权力和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

美中关系的政治心理学

美中关系中的许多误认的根本原因是两国

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两国也没有认识

到这些差异。但是，各种更常见的文化和心理

差异也对美中关系提出了挑战。自尊的跨文化

差异影响着人们对虚构的国际情景的情感反

应。许多中国人对伦敦、法国、旧金山允许西

方抗议者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感到惊诧。这种担

心既有文化上的因素，也有心理上的因素。礼

貌地对待客人是西方普遍的行为准则，但是这

只适用于个人生活，当然也不能被抬高到言论

自由等基本价值观之上。然而，对中国人来

说，照顾好客人是更为强大的行为规范，不仅

适用于个人层面，而且适用于集体层面。因

此，英国和法国警察没有更好地履行保护奥运

圣火的职责，这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视为不礼貌

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视为对中国尊严的有意

冒犯。许多中国人把整个奥运会———特别是奥

运火炬———等同于民族的自豪感。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利用北京奥运会加

强民族的自豪感，这是中国人普遍支持上述观

念的部分原因。尽管如此，原因还包括一种更

根本的心理因素。跨文化心理学家们发现，美

国人在个人自尊心理上的分数总是高于中国

人。但是，在国家层面的集体自尊方面，中国

人的分数总是高于美国人。这种在自尊上的跨

文化差异对中国人和美国人了解奥运会这样的

大事具有一定的影响。

纷争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

调查研究的方法能够从经验上证明过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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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际关系产生作用的方式。2007 年春天对

181 名中、日、韩的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

共有11 个问题，涉及他们共同的过去、对当前

威胁的认知、未来外交政策的取向。这项调查

没有讨论美国，但却洞悉了历史对当今中国外

交政策产生影响的方式。“关于过去的信念”
的标题下有两个用积极词语和两个用消极词语

所作的陈述，分别是关于殖民地满洲 ( 中—
日)、殖民地韩国 ( 韩—日) 或附属国朝鲜与

中国明清两朝之间的关系 ( 中—韩) 的。例

如，在殖民地满洲问题上，中国学生的选择包

括“繁荣殖民地满洲”、“日本的政策有助于殖

民地满洲的发展”、“日本的统治对殖民地满洲

有害”、“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饱受苦难”。
“威胁认知”标题下有五个问题，其中三个是

关于一般的威胁，两个是关于具体的军事威

胁。在日本状况的问题上，中国学生的选择是

“如果日本软弱一些，世界会更加安全”、“日

本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应该怀疑日本的意

图”、“日本最近军费的增加不利于中国的安

全”、“日本寻求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最后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探寻的是对相关

“外部群体”的外交政策取向，一个问题是广

义的，另一个是具体的。例如在殖民地满洲问

题上，中国学生的选择是“中国应该对日本采

取更加友好的外交政策”。考虑到这三个国家

相互之间存在海上领土纠纷的事实，这个问题

同时还列出了非常具体的外交政策。因此，在

中日问题上，中国学生的选择是“日本和中国

都宣称对位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争议的钓鱼岛

拥有主权。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捍卫在钓鱼岛上

的主权，即便这意味着与日本紧张关系的

升级”。
对 181 名中、日、韩大学生的回答结果作

一个简单的关联，就会发现关于过去的观念影

响着对当前威胁的认知，并且所认识到的威胁

直接转变成未来更强硬的外接政策取向。这一

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关于过去的观念确实对

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

政党、意识形态、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利益集团、机构都对

美国对华政策施加影响。政治意识形态是否发

挥了重要作用? 能够概括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和

保守主义者在对华态度上的差异? 结构理论和

体系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导致无

法对外交政策的国内决定因素进行认真的研

究。民意测验通常缺乏足够细致的问题，难以

发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结果几乎不可能知

道一般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如何影响他对中国崛

起的认识、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中国人的偏

见、对华政策取向。
在 2008 年 2 月的一项网上调查中，158 名

美国人回答了 38 个关于中国的问题。问题共分

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有六个问题，内容是“象

征性威胁”，针对的是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的

政治和宗教价值观所造成的威胁。它包括诸如

“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信仰和美国基督徒非常相

似”。第二部分是六个问题，内容是“实质性

威胁”，针对的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军事和经济

主导地位所造成的经济威胁和现实威胁，包括

“最近中国军费的增加损害了美国的安全”、
“中国的崛起将有助于稳定东亚、促进世界和

平”。第三部分是“偏见”部分，有八个问题，

包括八个“中国人……”的句子。其中四个句

子用的是负面陈述 (“不合作的”、“不正直

的”、“好斗的”、“不诚实的”) ，四个句子用的

是正面陈述 (“友好的”、“可信的”、“和平

的”、“可敬的”)。分值越高，表明对中国人的偏

见或负面看法越大。第四部分是八项“对中国政

府的负面评价”，包括八个“中国政府……”的句

子，这些句子用八个同样的形容词来描述偏见

程度。最后，第五部分有十个问题，内容是

“遏制中国的政策”，针对的是受访者的中国政

策取向，包括“与中国打交道的最好办法是保

持我们的军事优势和寻找遏制中国在全世界影

响力的办法”、“我国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

友好的外交政策”等。分值越高，表明人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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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调查结果是一边倒的。与自称为“自由主

义者”的人相比，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人

认为，中国崛起的威胁大得多，他们对中国政

府的负面看法多，对中国人的偏见多，主张对

中国采取强硬得多的政策。
政党也具有类似的影响。总的来说，共和

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比民主党多，他们倾向于对

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此外，通过控制教育

/收入、性别、年龄等其他解释变量的多重回归

分析，发现尽管这些因素对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相

比，是可以忽略的。简而言之，政治意识形态对

美国人认识中国的方式具有明确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误认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

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更均衡地理解认知和意图

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例如，像米尔斯海默这

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主张，既然无法知

道其他国家的意图，那么理性的国家唯一能做

的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做好最坏的准

备。因此，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世界政

治的悲剧”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和观点是不

可知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恰恰相反，

世界政治的悲剧是由于学者们和外交家们没有

系统地理解他人是如何看世界的，从而使误认

和冲突越来越多。正如罗伯特·杰维斯 ( Rob-
ert Jervis) 在其 1976 年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

中的认识与误认》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

我们能够发现的模式中，由于我们能够理解的

理由，对世界和其他行动者的认识偏离了现

实。”上文提到的调查和实验性研究表明，对

误认模式的科学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

迫切需要的。研究美中关系中的认识和误认存

在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想要避免美中之

间出现新的冲突，就必须克服这些挑战。中国

和美国在20 世纪后半叶发生了两场战争，并且

美国可能很容易卷入到中国大陆与台湾或中国

与日本之间的另一场冲突中。尽管这样的可能

性很小，但是它的利害关系太大，不应该蒙住

我们的双眼和最美好的希望。■

［杜文娟: 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 责任编辑 吕增奎



)

( 上接第 56 页) 账户的完整时间表。美国政府

还应强调中国的新劳动法和反垄断法对外国公

司的歧视性适用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这些领

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才能在双边投资

条约的签署方面取得进展。
美国现行的一些目标与中国政府认为非常

成功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悖。合理预期

是: 目前———或者直到其信奉者发现中国模式

的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才能取得适度的进

展。经济危机可能会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证

据，但条件是它能证明中国的复苏滞后或中国

的复苏依赖于美国的复苏。在任何情况下，促

使中国推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是美国的最

终目标，因此奥巴马政府应当继续推动中国经

济更大程度的自由化。这在短期内将会非常困

难，但它将会大大加快北京是否及何时重新开

始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保护主义不是问题的答

案。即使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损害更大，它也会

损害美国的大量利益，而且保护主义将意味着

领导地位的放弃。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显示其在

国内、在全球市场和在中国的竞争环境中蓬勃

发展的信心来展示其持续的领导能力。■

( 责任编辑 陈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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